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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幾年影響力行銷的大幅成長是源於社群媒體的興起，由於此種行銷手法能成功的影響追隨者在觀

看社群貼文後，對產品產生積極的判斷，使越來越多品牌與社交媒體影響者成為合作夥伴，其中美妝保

養品牌積極利用影響力行銷在社群媒體上推廣其產品，成長幅度又以 Instagram 為最高。本研究運用來源

可信度（專業知識、真實性、吸引力、相似性），並使用實驗法來探討 Instagram 上影響力者的來源可信

度高低對於廣告效果（即廣告態度、品牌態度、購買意願）的影響。且加入追隨者對於產品的涉入程度，

探討其對產品的了解程度是否會影響原先的結果。本研究共回收 274 份問卷，並利用階層迴歸進行分析。

結果顯示，專業知識、真實性、吸引力和相似性皆會對廣告態度造成影響。而越高的專業知識、真實性

和相似性也會產生越高的品牌態度。此外，真實性和相似性也會顯著影響購買意願。而涉入程度的高低

並不會干擾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態度的影響，但會顯著影響來源可信度與品牌態度間的關係。本研究釐清

這些變數能提供美妝保養品牌，在未來能更準確的預測消費者行為並提升其廣告效果。 

關鍵詞:廣告效果、專業知識、影響力者、購買意願、來源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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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social media, brands are likely to corporate with influencers on social media marketing. 

Many cosmetic brands promote their products and brand information through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This study 

examined how influencers’ source credibility (expertise, trustworthiness, attractiveness, and similarity) impacts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advertising attitudes, brand attitudes, purchase intentions) on social media and also 

examined the level of consumer involvement. 274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rce credibility and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factors of source credibility (expertise, trustworthiness, attractiveness, and similarity) directly 

affected advertising attitudes. Moreover, influencers’ expertise, trustworthiness, and similarity also positively 

affected brand attitudes. In addition, trustworthiness and similarity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ir purchase 

intentions. Furthermore, the findings also revealed that involvement would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uencers’ source credibility and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in different ways. Understanding these dimensions 

could help predict behavior more accurately and enhance methods for disseminating the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of cosmetic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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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這幾年許多社交媒體的興起，其中又以 Instagram 的成長十分可觀。它是一個以視覺圖像為主要

發佈形式的平台（Djafarova & Rushworth, 2017），其允許用戶透過標籤、分享和推薦個人喜歡的貼文來

傳播口碑與廣告內容（Sheldon & Bryant, 2016），使此平台擁有大量的用戶，成為吸引大量受眾的潛在社

交媒體平台。而在 Instagram 上，有一群擁有一定數量追隨者的使用者，稱為社交媒體影響者（influencer），

又稱為 KOL（key opinion leader）。指的是在社交媒體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是能影響到追隨者的態

度與行為的一群人，但因影響範圍相較於過去認知的名人較小範圍，被認為是一種微名人（Khamis et al., 

2017）。與傳統名人不同的是，社交媒體影響者可能很容易和追隨者產生共鳴，因為他們分享個人生活

並直接與追隨者互動（Jensen Schau & Gilly, 2003），促成越來越多品牌寄望運用影響力行銷，從社群媒

體中脫穎而出。 

影響力行銷是一種代言行銷，也即是利用關鍵人物或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向消費者推廣品牌知名度或

購買決定（Brown & Hayes, 2008; Scott, 2015）。過去即有研究指出，近 40%的 Twitter 用戶因為有影響力

的貼文，而購買了某些特定產品（He et al., 2013），由此可看出影響力行銷促使著我們對某些產品增加

了購買意願。行銷人員和品牌方將會投資於他們所看中的社交媒體影響者，對影響者自身的追隨者和品

牌的目標消費者，加以推廣品牌本身的品牌內容（Nafees et al., 2021）。因此，品牌方不斷的將行銷訊息

編入至社交媒體的貼文敘述中，讓影響者能夠實現更多消費者的互動與參與（Pentina et al., 2018）。而面

對影響力行銷這樣規模日益龐大的商機，在競爭越發激烈的社交媒體環境中，影響力行銷正在演變為品

牌和社交媒體影響者之間的長期合作夥伴關係。（De Veirman et al., 2017）。根據上述，可看出社交媒體

影響者所產生的力量著實不容忽視，而到底哪些因素促使消費者更願意信賴這些社群媒體中的影響者是

需要具體釐清的，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動機。 

本研究從影響者的來源可信度進行探討。過去研究指出，影響者的可信賴程度、專業知識和吸引力

等因素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Chen, 2016）。特別的是，當消費者信任並認知到他們與影響者的共同

特徵時，他們更有可能跟隨影響者，並受其影響而改變或調整自身態度與行為（Shen, 2012）。過去已有

不少研究證實，並在社交媒體影響者、品牌與消費者之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Kim & Kim, 2021; Lou & 

Yuan, 2019）。而 2016 年至 2017 年間，Instagram 上的品牌推廣貼文已超過 150 萬則（Iuliano et al., 

2018），而這些貼文數量正在不停地攀升中。再加上近幾年也有許多學者探討 Instagram 上的影響者，因

此本研究認為這類以圖像為主軸的媒體內容，會與其他社群平台產生極大差異。除此之外，Instagram 已

有超過 3,000 萬則與美妝保養品相關的標籤，因此本研究認為當品牌縮減至美妝保養類時，社交媒體影

響者的來源可信度仍然會影響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或是購買意願。對此，本研究同時涵蓋來源可信度的

兩大模型一併探討，藉此了解來源來源可信度模型（Spry et al., 2011）和吸引力模型（Till & Busler, 2000）

在 Instagram 中的影響者與追隨者間的作用。 

為釐清上述假設，本研究將以實驗法探討 Instagram 社交媒體影響者的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的影

響，並分別探究其廣告態度、品牌態度、購買意願。其中，本研究將實驗情境分為兩組（來源可信度高/

低），釐清消費者是否會受到社交媒體影響者的來源可信度四個構面所影響，進而影響廣告效果。除此

之外，本研究加入涉入程度作為干擾，試圖驗證消費者本身對產品的涉入程度高低，是否會影響原先來

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的影響。本研究認為來源可信度高的社交媒體影響者將會導致消費者有更高廣告效

果，並認為涉入程度的高低會影響消費者原先的廣告效果。研究結果將提供品牌方能更了解不同的消費

者對社交媒體影響者的受影響程度，使品牌方能夠更完整地使用影響力行銷，使消費者更信任影響者，

並創造更大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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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Instagram的影響者 

Instagram 上有眾多的影響者，他們除了是此平台的用戶之外，在這平台上也擁有一定數量的追隨者，

因此他們時常分享個人生活並直接與追隨者進行互動。培養了大量的追隨者，且追隨者對品牌具有行銷

價值（Yuan & Lou, 2020）。因為這些追隨者（followers）能通過點擊表示喜歡和留言評社交媒體影響者

會使用社交媒體製作出有價值的內容論用戶的貼文，來作為對影響者、品牌的支持與鼓勵（Chen, 2018; 

Neher, 2013; Virtanen et al., 2017），進而購買其推薦的商品。因此，Hall（2015）更將社交媒體影響者描

述為「微型代言人」。近幾年，影響者更是將他們的貼文內容中對產品體驗描述的更為詳細，以影響消

費者的購買決策（Erkan & Evans, 2016）。 

過去有許多學者證實，代言人與傳統名人能使用其來源可信度以衡量訊息的有效性（Hovland & Weiss, 

1951; McGuire, 1985），可以看出來源可信度與訊息之間緊密的關係，並顯著影響到購買決策。可信度可

使接收者產生積極的態度，這是由於人們會去感知消息來源的可信賴程度，因此傳播者或消息來源的可

信度是其說服力的一個重要因素（Hovland & Weiss, 1951; Pornpitakpan, 2004）。過去研究指出，可信度

高的名人比可信度低的名人更積極的影響消費者的廣告態度和購買意願（Spry et al., 2011）。近幾年由於

社交媒體的興盛，除了帶動影響力行銷之外，許多學者紛紛運用來源可信度來探討社交媒體上的成效

（Kim & Kim, 2021; Lou & Yuan, 2019），除此之外，更有學者探討 Instagram 與購買美妝保養產品之間

的關係（Murwaningtyas et al., 2020）。由於美妝產品包含著時尚、美觀、實用性等特性，這些特性皆會

使消費者能透過他人體驗及分享更了解相關資訊。社群媒體上有越來越多影響者在平台上，分享美妝產

品相關內容，使追隨者能夠藉此更了解其產品（Pop et al., 2020）。換句話說，可看出社交媒體以平台的

運用對美妝保養產業的推廣來說非常重要。因此根據上述文獻，本研究認為，當消費者接收到 Instagram

上所發佈的美妝保養產品之推廣貼文訊息時，同樣會受到影響者的來源可信度所影響，進而對其後續行

為與態度產生不同結果，故從來源可信度角度進一步釐清。 

二、來源可信度 

來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指的是訊息接受者對傳遞者的相信程度，可信度可使聽眾對消息來

源產生積極且正向的態度，並增強對訊息的接受意願（Hovland & Weiss, 1951; Park et al., 2007）。許多學

者也使用來源可信度的四個構面（專業知識、真實性、相似性、吸引力）來探討社交媒體上影響者的來

源可信度與廣告效果之間的關係（Kim et al., 2021; Yuan & Lou, 2020），從中探討社交媒體影響者與品牌

是如何製造話題。事實上，過去研究主要將來源可信度分為兩大模型，分別為來源可信度模型（Spry et 

al., 2011）和來源吸引力模型（Till & Busler, 2000）。其中，來源可信度模型之消息的有效性，取決於傳

播者的專業知識和真實度（Hovland & Weiss, 1951; Ohanian, 1990）。而來源吸引力模型則是考慮了來源

特徵，例如相似性與吸引力（McGuire, 1985）。本研究將以來源可信度的四個構面，探討在 Instagram 上

影響者本身的來源可信度，是否會影響追隨者在觀看到相關品牌內容與貼文時的廣告效果。 

（一）專業知識 

「訊息傳播者在特定領域上，擁有一定程度的專業學識與素養」是專業知識最初的定義（Chen et al., 

2018; Hovland et al., 1953）。專業知識代表個人在某個領域或主題的專業知識（McCroskey, 1966）。先

前研究也指出，在某個主題上表現出專業知識的傳播者，可以獲得接收者的高度認同（Maddux & Rogers, 

1980）。這些認同除了能讓訊息接收者更信服傳播者本身之外，更會使接收者認為傳播者在這個領域中

具有相當程度的認知，往後更會相信其在此領域所發表的相關內容。 

將上述延伸至社群平台，可得知社群媒體用戶在關注 Instagram 名人時，會專注於其知識或對某領域

的經驗能力（Djafarova & Rushworth, 2017; Djafarova & Trofimenko, 2019）。且這些用戶會認為影響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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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領域展現豐富的經驗或純熟的技術時，就會被視為是專家（Jin et al., 2019）。因此，當某個領域專家

在 Instagram 中表現出相當的專業知識時，便能夠有效吸引到更多追隨者的認同。此時，這些追隨者可能

會將影響者的個人特徵與專業知識轉移到推廣品牌上，進而產生更好的廣告效果（Nafees et al., 2021）。

根據上述文獻，本研究認為，當影響者在 Instagram 上發布美妝保養類推廣貼文時，追隨者同樣會因為影

響者的專業知識，影響其對於品牌或產品的廣告效果。本研究也將廣告效果分為廣告態度（H1a）、品牌

態度（H1b）、購買意願（H1c）進行探討，並提出以下假設： 

H1: Instagram影響力者的專業知識會顯著影響（a）廣告態度；（b）品牌態度；（c）購買意願。 

（二）真實性 

真實性意旨傳播者意圖在傳播的過程中，使用更明確、實際或直白的方式，來傳達其認定最準確的

訊息內容（Hovland et al., 1953; Lehman et al., 2019）。在社會學中，真實性被定義為對自己或他人真實

（Vannini & Franzese, 2008; Zickmund, 2007），並代表著真誠、真實和獨創性（Molleda, 2010）。這些真

誠的傳播者，能提高說服效果和聽眾的擁護程度（Horai et al., 1974; Hovland & Weiss, 1951; Pornpitakpan, 

2004）。 

近幾年來社群媒體的熱絡，使影響力行銷被廣泛使用。人們會認為社交媒體影響者發布的推廣貼文，

主要來自影響者自身的意見（Hwang & Jeong, 2016）。影響者即會透過不同的陳述方式來讓貼文內容，

被追隨者認為是較為真實且可信賴的（Söderström et al., 2016）。一旦消費者信賴該影響者後，便會促進

其持續互動參與，進而使社交媒體影響者的權力增加，並提高追隨者對其的可信度（Nafees et al., 2021）。

也就是說，當人們認為影響者較為真實時，追隨者會相信並接受其推薦的品牌或產品內容。對此，

Chakraborty et al. （2018）間接檢驗來源可信度與廣告效果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真實性是消費者感受內

容可信度的重要因素，進而會影響品牌態度和購買意願。根據上述，本研究同樣認為，當 Instagram 影響

者在該平台推薦有關美妝保養類型的品牌或產品時，其真實性會對廣告效果中的廣告態度（H2a）、品牌

態度（H2b）、購買意願（H2c）產生正向關係，因此提出以下假說： 

H2: Instagram影響力者的真實性會顯著影響（a）廣告態度；（b）品牌態度；（c）購買意願。 

（三）吸引力 

過去學者對吸引力的定義除了外表吸引力之外，還包含了智力、技能、生活方式或個性（Erdogan, 

1999; Ohanian, 1990）。這些個性包含有趣的、善於交際的、強壯的、謙虛的和反應靈敏的（Dion et al., 

1972），甚至是果斷的、見多識廣的和合乎邏輯的（Dipboye et al., 1977）。也就是說，吸引力不一定是

外在的美醜之分，而是對受眾來說能夠吸引其興趣或使其追隨的特質。 

相關研究指出，接收者感知到傳播者的吸引力會影響接收者的初始判斷（Baker & Churchill Jr, 1977; 

Joseph, 1982）和隨後的意見一致（Horai et al., 1974）。對傳播媒體領域來說，吸引力為媒體角色的個人

身體或社會吸引力（Schiappa et al., 2007），也就是來源的吸引力或討人喜歡程度。當傳播訊息的傳播者

本身的吸引力較高時，訊息接收者對訊息的接受度也較高（Till & Busler, 2000）。再者，吸引力可以引導

追隨者積極看待該名人代言的所有品牌（Fleck et al., 2012）。一旦追隨者對品牌有積極的態度時，也更

能產生購買行為。同樣的，在 Instagram 上，當影響者被視為優雅、善於溝通互動、美麗或性感時，吸引

力就會出現（Jin et al., 2019）。當影響者具有較佳的吸引力時，其傳播產品的訊息內容能帶來更大的效

益。因此，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主張影響者在 Instagram 上推廣美妝保養類商品時，其散發的的吸引力

能產生追隨者較佳的廣告態度（H3a）、品牌態度（H3b）、購買意願（H3c），提出以下假說： 

H3: Instagram影響力者的吸引力會顯著影響（a）廣告態度；（b）品牌態度；（c）購買意願。 

（四）相似性 

相似性包含了類似的生活經歷與價值觀，這是在當訊息接收者在傳播者身上感受到時便會對其產生

的感受（Lazarsfeld & Merton, 1954）。當受眾與媒體人物擁有同樣特徵時，會感知到彼此具有較高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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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Schiappa et al., 2007）。尤其是當雙方有相似背景時，會產生相同興趣與價值觀的感受，並認為彼

此的論點與看法是一致的（Simons et al., 1970）。此時，雙方會有更積極的互動與交流，且在這之中可能

會產生一種對朋友相似的信任感（Luarn et al., 2015），進而影響到態度與行為上的改變。 

將上述影響套用在社群媒體上，過去也有學者指出相似性會加強追隨者與影響者之間的關係（Yuan 

& Lou, 2020），隨著兩者之間的關係越發緊密，追隨者更會傾向於關注他們所認同的影響者，並積極影

響他們對影響者所發佈的推廣貼文之信任（Lou & Yuan, 2019）。且當追隨者在關注影響者的過程中，感

受彼此具有較高程度的相似性時，追隨者便會從而模仿影響者對品牌的積極態度，並將對其的可信度擴

展到他們所推廣的品牌，進而促進廣告效果。（Nafees et al., 2021）。對此，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認為

影響者的相似性在美妝保養產品的推廣貼文當中，也同樣會影響追隨者對品牌或產品的廣告態度（H4a）、

品牌態度（H4b）、購買意願（H4c），因此提出以下假說： 

H4: Instagram影響力者的相似性會顯著影響（a）廣告態度；（b）品牌態度；（c）購買意願。 

三、涉入程度 

產品涉入是指消費者對產品重要性的看法，這取決於他們的內在需求、價值觀和興趣（Zaichkowsky, 

1985）。過去文獻證實了產品參與對廣告效果的積極影響（Petty et al., 1983），對於高度參與產品的觀

眾，他們對廣告非常關注和感興趣（Oates et al., 2002）。反之，產品參與度低的用戶通常很少關注相關

廣告，也不想花太多精力處理有關產品的信息，且這些產品參與度低的用戶不會被廣告吸引，在信息處

理上耗費的努力較少（Bian & Moutinho, 2011）。 

關於來源可信度與涉入程度的關係，過去研究指出，在低參與度的情況下，專家代言人應該比名人

更有效地提高廣告的可信度（Wang & Scheinbaum, 2018）。除此之外，專家代言人可以產生有效的主張

和陳述，因此在參與度較低的情況下會產生更大的影響（Petty & Cacioppo, 1990; Petty et al., 1981）。簡

單來說，在較低的參與度下，傳播者的專業知識會對消費者面對品牌產生更積極的影響。過去研究也證

實了產品參與對幽默（吸引力）或代言人對品牌回憶的影響具有調節作用（Dikčius & Ilciukiene, 2021）。

因此可以看出涉入程度的確對來源可信度以及廣告效果具有影響。 

根據上述文獻，可看出涉入程度的高低積極影響著消費者面對廣告的處理方式。對此，本研究推論

消費者對該美妝保養類產品的涉入程度高低，將干擾著 Instagram 影響者本身的專業知識對廣告態度

（H5a）、品牌態度（H5b）、購買意願（H5c）；真實性對廣告態度（H6a）、品牌態度（H6b）、購買

意願（H6c）；吸引力對廣告態度（H7a）、品牌態度（H7b）、購買意願（H7c）；相似性對廣告態度（H8a）、

品牌態度（H8b）、購買意願（H8c）的影響，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5: Instagram影響力者的專業知識對（a）廣告態度；（b）品牌態度；（c）購買意願的影響，

受到涉入程度所干擾 

H6: Instagram影響力者的真實性對（a）廣告態度；（b）品牌態度；（c）購買意願的影響，受

到涉入程度所干擾 

H7: Instagram影響力者的吸引力對（a）廣告態度；（b）品牌態度；（c）購買意願的影響，受

到涉入程度所干擾 

H8: Instagram影響力者的相似性對（a）廣告態度；（b）品牌態度；（c）購買意願的影響，受

到涉入程度所干擾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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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討社交媒體影響者的來源可信度（吸引力、專業知識、相似性、真實性），是否會影

響消費者的廣告效果（廣告態度、購買意願、品牌態度），並加入涉入程度作為干擾，探究涉入程度的

加入是否會影響原先的結果（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探討 Instagram 上的社交媒體影響者本身的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廣告態度、品牌態度、

購買意願）的影響，主要以來源可信度四個構面（吸引力、專業知識、相似性、真實性）進行探究，並

加入產品涉入程度的作為干擾，驗證假說結果。研究將使用實驗法來收集數據，透過操弄來進行實驗，

實驗情境分為來源可信度的高/低各ㄧ組，總共二組，每組情境分別會有一位社交媒體影響者於 Instagram

上發佈產品宣傳照的貼文和文字描述。兩組情境的內容將會透過前測確認情境中的影響者之可信度高低

符合預設的情境，接著進行後測的發放。 

三、研究流程 

本實驗將分為兩組情境，實際實驗流程如以下，第一步：請受試者回想一位美妝保養類的社交媒體

影響者，並填答姓名。第二步：受試者於觀看完文字說明後，開始填寫問卷，問卷總共七個部分。第三

步：受試者填寫個人基本資料。 

四、實驗情境操弄 

在產品/品牌類別的部分，目前最多用以推廣美妝保養品牌的媒體平台是 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其中，Instagram 增長速度是最快的，並且擁有最高的客戶參與度（Rachmah & Mayangsari, 2020）。

因此，本實驗情境中的產品將選擇美妝保養類的產品為主要範疇，並以 Instagram 作為平台的選擇。此外，

本研究人員直接於 Instagram 上進行搜尋，發現「蘭蔻超未來肌因賦活露」（也稱作小黑瓶）的標籤已出

現一萬五千多則貼文之中，且為 2021 年年度熱賣保養品中的銷量冠軍，可看出此產品在時下以及在美

妝、保養類擁有不凡的地位，再加上目前有多位 Instagram 影響者皆分享相關貼文內容，因此本研究以蘭

蔻小黑瓶作為主要產品。實驗情境則是請受試者回想一位分享美妝保養類產品的社交媒體影響者及其貼

文內容後，填寫該位影響者的姓名。若無特定關注之影響者，本實驗將排除該位受試者，且不繼續進行

後續的問卷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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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變數衡量量表 

本研究透過來源可信度的四個構面來衡量社交媒體影響者的來源可信度，並選用（Munnukka et al., 

2016）所提出的量表進行。每個題項都將以「我認為......」作為開頭，並以李克特 7 點量表衡量，從非常

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來源專業知識是來源的能力或資格，包括來源的知識或技能，例如，個人在某個領

域或主題的專業知識/技能（McCroskey, 1966）。本研究中專業知識的衡量標準包含了「我認為他在美妝

保養領域有足夠的經驗可以給出建議。」、「我認為他是美妝保養方面的專家。」、「他有能力對美妝

保養領域提出意見。」、「我認為他對美妝保養方面有很多了解。」（Cronbach α= 0.934）。真實性被定

義為，「對傳播者意圖傳達他認為最有效的斷言的信心程度」（Hovland et al., 1953），即說話者的意圖。

本研究中真實性的衡量標準包含了「我認為他很認真在分享美妝相關資訊。」、「我認為他分享的內容

是真實的。」、「我認為他是值得信賴的。」、「我認為他分享的資訊是可以相信的。」（Cronbach α= 

0.911）。 

此外，來源可信度的吸引力指的是媒體角色個人的身體或社會吸引力（Schiappa et al., 2007），也就

是來源的外表吸引力或討人喜歡程度。本研究中吸引力的衡量標準包含了「我認為他看起來是迷人的。」、

「我認為他長的很好看。」、「我認為他非常時尚。」、「我認為他很有吸引力。」（Cronbach α= 0.951）。

相似性是指受眾與媒體人物共享的共同特徵（Schiappa et al., 2007）。本研究中相似性的衡量標準包含了

「我認為他分享的風格與我類似。」、「我認為我們有很多相似之處。」、「我認為他和我有很多共同

點。」（Cronbach α= 0.962）。 

在廣告效果的部分，本研究分別以廣告態度、品牌態度、購買意願進行衡量。並以李克特 7 點量表

衡量，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廣告態度是個體接收廣告訊息之後，對整個廣告的回應，是閱聽人對

播放的廣告的正面或負面的程度 Gardner et al. （1985）。本研究廣告態度以（MacKenzie & Lutz, 1989）

的衡量標準進行衡量，包含了「整體而言我喜歡這個廣告內容。」、「這個廣告內容印人印象深刻。」、

「這個廣告內容具有吸引力。」（Cronbach α= 0.957）。品牌態度對應於消費者對品牌的總體評價（Colliander 

& Marder, 2018），可以定義為「對可能刺激行為的品牌的相對評價」（Spears & Singh, 2004）。本研究

品牌態度使用（Colliander & Dahlén, 2011）的衡量標準，包含了「這個品牌不錯。」、「此品牌是

合我心意的。」、「這個品牌對我來說是良好的。」（Cronbach α= 0.935）。購買意願旨消費者對品牌持

積極態度時，會影響他們購買該品牌的意圖（Torres et al., 2019; Voester et al., 2017）。本研究購買意願選

用（Chai et al., 2015）所提出的標準進行衡量，包含了「未來我有可能會購買這個品牌。」、「我將

來打算購買這個品牌的產品。」、「我可能會再購買這個品牌。」（Cronbach α= 0.963）。 

產品涉入是指消費者對產品重要性的看法，這取決於他們的內在需求、價值觀和興趣（Zaichkowsky, 

1985）。本研究將使用（Zaichkowsky, 1985）的量表，題項包含了「我對這個產品很感興趣」、「我很在

意這個產品」、「我很關注這個產品」、「這個產品對我來說很重要」、「這個產品很與我相關」。（Cronbach 

α= 0.891） 

六、研究對象 

在 Instagram 上，過去研究曾調查名人和影響者對購買決策的影響，結果表明，在年輕女性中，有社

交媒體影響者比傳統名人更有影響力、可信度和相關性（Djafarova & Rushworth, 2017）。此外，截至 2021

年 7 月，Instagram 用戶的最大使用族群為 25 至 34 歲的個人使用戶，佔了總數的 30.9%，其次是則是 18

至 24 歲的用戶。綜合以上兩點，本研究鎖定 Instagram 的年輕女性用戶作為研究對象，其年齡包含 18 至

34 歲，為 2021 年主要活躍以及次要活躍之使用族群。本研究將問卷發放至網路上的美妝保養社團當中，

並在描述處以文字說明填答規範，確保填答者為使用 Instagram 的用戶，並為曾經關注、使用或購買過小

黑瓶的族群，符合此次的研究對象。 

肆、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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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述性統計 

研究樣本總共 280 份，其中 4 份有超過三分之一內容未填寫，另外有 2 份問卷在眾多單選題中選擇

了多個答案，故判定為無效問卷，在刪除無效問卷後共計 274 份有效樣本。在「年齡」方面以 18 歲至 26 

歲年齡層最多（92.7%），符合本研究設定之研究對象，且為 2021 年主要活躍之使用族群。「Instagram

使用資歷」以 4~6 年佔為最多（50.36％），可看出受試者皆是對 Instagram 使用非常熟悉的用戶。而「使

用 Instagram 時間/天」以 1~3 小時為最多（45.98％）。「一個月會花多少錢購買美妝保養產品」，則以

1000 元以下為最多（74.45%）。 

二、假說檢定 

針對來源可信度的四個構面「專業知識」、「真實性」、「吸引力」、「相似性」進行描述性統計

分析。其中，在「專業知識」的部分，其平均數為 4.957 （SD =1.253），「真實性」平均數為 5.059 （SD 

= 1.136），「吸引力」平均數為 4.839 （SD = 1.460），「相似性」平均數為 3.339 （SD = 1.579）。干

擾變數「涉入程度」平均數為 4.063 （SD = 1.492）。另外，在廣告效果三個構面中「廣告態度」平均數

為 4.161 （SD = 1.517），「品牌態度」平均數為 4.899（SD = 1.335），而「購買意願」平均數為 4.613

（SD = 1.626）。 

（一） 來源可信度與涉入程度對廣告態度的影響 

本研究進一步利用階層迴歸分析來衡量來源可信度（專業知識、真實性、吸引力、相似性）對廣告

效果（廣告態度、品牌態度、購買意願）的影響，並以涉入程度作為干擾。 

首先，第一層階層迴歸模型的結果顯示，基本資料對廣告態度無顯著的影響（R2＝0.048, F＝3.351）。

第二層結果顯示，來源可信度四個構面確實能影響廣告態度（R2＝0.634, F＝56.844）。過去研究顯示，

當 DW 值越接近 2，代表其越獨立，本研究之 DW 值為 1.900。其中，針對廣告態度的部分，本研究主

張，以美妝保養品的推廣貼文為例，Instagram 影響者的專業知識（H1a, β＝0. 212, p < 0.05 ）、真實性

（H2a, β＝0.199, p<0.05 ）、吸引力（H3a, β＝0.527, p<0.05 ）、相似性（H4a, β＝0. 443, p<0.05 ）會顯

著影響廣告態度，統計結果皆獲得證實，故 H1a-H4a 皆成立。 

第三層則是加入涉入程度作為干擾，然而結果顯示涉入程度並不會干擾到可信度對廣告態度的影響

（R2＝0.715, F＝49.655）。其中，專業知識 x 涉入程度（H5a, β＝0. 059, p＝0.453）、真實性 x 涉入程度

（H6a, β＝-0.113, p=0.204 ）、吸引力 x 涉入程度（H7a, β＝0.106, p=0.193）、相似性 x 涉入程度（H8a, 

β＝0.026, p=0.662）。因此，H5a-H8a 皆不成立。由此可見，無論消費者對於該美妝保養產品的涉入程度

或高或低，皆不會影響原先的廣告態度，表明了無論原先對產品了解與否，廣告態度的高低都取決於消

費者最直接的感受。（如表 1 所示） 

（二） 來源可信度與涉入程度對品牌態度的影響 

針對來源可信度對品牌態度的影響，以涉入程度作為干擾的結果顯示，基本資料對品牌態度無顯著

的影響（R2＝0.065, F＝4.648）。第二，本研究結果表明在美妝保養品的推廣貼文中，影響者的來源可信

度將會影響品牌態度（R2＝0.338，F＝16.695），且 DW 值為 1.903，代表其獨立。其中，影響者的專業

知識（H1b, β＝-0.228, p<0.05 ）、真實性（H2b, β＝0.661, p<0.05 ）、相似性（H4b, β＝0.207, p<0.05 ）

皆會顯著影響品牌態度，因此 H1b、H2b、H4b 成立。然而，影響者的吸引力（H3b, β＝0.132, p=0.191）

對品牌態度並未呈現正向影響，故 H3b 不成立。本研究認為主要原因可能在於，社群媒體上的影響者都

擁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且露出頻率過高，因此用戶已習慣接受吸引力高的貼文訊息。 

第三，當涉入程度作為干擾變數時，專業知識（H5b, β＝0.279, p<0.05）與相似性（H8b, β＝0. 130, 

p<0.05）皆受到涉入程度正向影響（R2＝0.576, F＝26.899, p<0.001）。也就是說，當追隨者對於美妝保養

產品的涉入程度越高時，影響力者的專業知識與相似性越高，消費者對品牌態度也越高。因此 H5b、H8b

成立。然而，受到涉入程度的影響，真實性則與品牌態度呈現負相關（H6b, β＝-0.401, p<0.05），結果表

示當追隨者對於美妝保養產品的涉入程度越低且真實性越高的時候，品牌態度越高。本研究認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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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涉入程度差異下的廣告態度 

基本資料 1 2 3 

年齡 .022 -.006 -.009 

Instagram 使用資歷 -.030 .009 -.018 

使用 Instagram 時間/天 .231 .150 .093 

花費在美妝產品/月 .182 -.044 -.089 

控制變項 1 2 3 

專業知識  .212* .289* 

真實性  .199* .001 

吸引力  .527* 

.443* 

.510* 

相似性 

涉入程度 

 .148* 

.627* 

交互變項 1 2 3 

專業知識 x 涉入程度   .059 

真實性 x 涉入程度   -.113 

吸引力 x 涉入程度   .106 

相似性 x 涉入程度   .026 

R2 .048 .634 .715 

ΔR2  .034 .623 .701 

F 3.351 56.844 49.655 

df 4 8 13 

      註：β＝標準化迴歸係數，t＝t 檢定值，p＝顯著性，R2判定係數，＝ΔR2＝調整後判定係數 

Instagram 上的業配貼文非常普及，消費者擁有辨認能力，因此當內容越真實，超過了平時認定的真實性

的臨界點，便會認為這篇文章為業配貼文。由此可認定 H6b 成立。此外，吸引力無論是否有加入涉入程

度作為干擾，皆對品牌態度無顯著相關（H7b, β＝0.033, p=0.706），這表明影響力者本身的吸引力高低無

論在消費者對產品了解與否的狀況下，都不會提升其品牌態度。故 H7b 不成立。（如表 2 所示） 

表 2   

涉入程度差異下的品牌態度 

控制變項 1 2 3 

年齡 .048 .037 .027 

Instagram 使用資歷 .002 .020 -.027 

使用 Instagram 時間/天 .211 .146 .061 

花費在美妝產品/月 .204 .089 .025 

主效果 1 2 3 

專業知識  -.228* -.120 

真實性  .661* .402* 

吸引力  .132 .086 

相似性 

涉入程度 

 .207* -.237* 

  .935*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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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效果 1 2 3 

專業知識 x 涉入程度   .279* 

真實性 x 涉入程度   -.401* 

吸引力 x 涉入程度   .033 

相似性 x 涉入程度   .130* 

R2 .065 .338 .576 

ΔR2  .051 .317 .555 

F 4.648 16.695 26.899 

df 4 8 13 

          註：β＝標準化迴歸係數，t＝t 檢定值，p＝顯著性，R2判定係數，ΔR2＝調整後判定係數 

（三） 來源可信度與涉入程度對購買意願的影響 

在此部分，第一層階層迴歸模型的結果同樣顯示，基本資料對購買意願無顯著的影響（R2＝0.107, F

＝7.938）。第二層探討了在美妝保養品推廣貼文中，影響者的來源可信度對品牌態度的影響，達顯著（R2

＝0.320，F＝15.422）。DW 值為 1.840，代表其獨立。其中，結果表明當追隨者觀看美妝保養品的貼文

時，影響者的真實性（H2c, β＝0.623, p<0.05 ）、相似性（H4c, β＝0.421, p<0.05 ）皆會顯著影響購買意

願，因此 H2c、H4c 成立。不過，影響者的專業知識（H1c, β＝-0.144, p＝0.323）、吸引力（H3c, β＝-0.083, 

p= 0.504）對購買意願並未呈現正向影響，故 H1c、H3c 皆不成立。本研究認為主要因素可能在於，追隨

者即使感受到影響者的高度專業知識而提高廣告態度和品牌態度，或在接收到影響者的高度吸引力時，

因而對廣告產生良好的態度，這也只僅限於認定影響者本身使人感到賞心悅目，因此就算被推廣貼文吸

引，也對購買沒有直接的影響。 

第三層加入涉入程度作為干擾變數（R2＝0.560, F＝25.120），結果有以下幾點。首先，真實性與購

買意願的關係，顯示為正相關，表明了當消費者對於美妝保養產品的涉入程度越高，越會因為真實性高

而產生更高的購買意願（H6c, β＝-0.374, p<0.05），因此 H6c 成立。第二，專業知識與購買意願的關係，

確實會受到涉入程度所干擾（H5c, β＝0.281, p<0.05）。儘管原先第二層的結果表明，專業知識對購買意

願無顯著相關，但是當消費者對美妝保養產品越了解，且接收到影響者的專業知識越高，即會明顯影響

到其購買意願。第三，相似性在第二階層時對購買意願有正向影響，但是加入涉入程度作為干擾後，呈

現無顯著相關（H8c, β＝0.011, p=0.886）。而本研究認為當追隨者者本身對美妝保養產品涉入程度高的時

候，會因為自身對產品的理解，當面對相似性高的影響者所發佈的內容，反而不會改變其後續判斷，因

此 H8c 不成立。第四，吸引力無論是否有加入涉入程度作為干擾，皆對購買意願無顯著相關（H7c, β＝

0.082, p=0.447）。這表明影響力者本身的吸引力高低無論在消費者對產品了解與否的狀況下，都不會提

升其購買意願，故 H7c 不成立。（如表 3 所示） 

表 3   

涉入程度差異下的購買意願 

基本資料 1 2 3 

年齡 .027 .013 .002 

Instagram 使用資歷 .090 .101 .049 

使用 Instagram 時間/天 .261 .214 .110 

花費在美妝產品/月 .319 .199 .109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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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變項 1 2 3 

專業知識  -.144 -.028 

真實性  .623* .298* 

-.132 

-.080 

1.129* 

吸引力  -.083 

相似性 

涉入程度 

 .421* 

交互變項 1 2 3 

專業知識 x 涉入程度   .281* 

真實性 x 涉入程度   -.374* 

吸引力 x 涉入程度   .082 

相似性 x 涉入程度   .011 

R2 .107 .320 .560 

ΔR2  .093 .299 .537 

F 7.938 15.422 25.120 

df 4 8  13 

           註：β＝標準化迴歸係數，t＝t 檢定值，p＝顯著性，R2判定係數，ΔR2＝調整後判定係數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討論 

在現今社交媒體當道的世代，有許多美妝保養品牌運用影響力行銷推廣產品用以創造商機。不過，

在眾多的社交媒體影響者當中，究竟品牌方該如何挑選影響者，並運用其特性，是值得探究的問題。簡

單來說，釐清 Instagram 上的影響者究竟是擁有怎樣的特質，才能影響追隨者對於產品或是品牌的認知，

便能更加運用影響力行銷所帶來的成效。因此，本研究以影響者的來源可信度為主，分別探究在接收美

妝保養品的推廣貼文時，影響者的專業知識、真實性、吸引力和相似性是否是影響追隨者對於廣告效果

的因素，並探討涉入程度的高低是否會影響原先的結果。本研究使用實驗法，請受試者進行回想後填答

線上問卷，並將問卷發放至 Instagram 的最大使用族群之年齡層當中進行填答。最後利用階層迴歸分析，

將來源可信度四個構面（專業知識、真實性、吸引力、相似性）作為自變項、廣告效果（廣告態度、品

牌態度、購買意願）作為依變項，以及涉入程度作為干擾變項進行探討。 

本研究有以下幾點值得探討，首先，與過去研究的結果相同的是，當 Instagram 影響者的專業知識越

高，廣告態度以及品牌態度同樣會提高（Lou & Yuan, 2019）。但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出，以美妝保養品的

貼文為探討範圍之下，Instagram 影響者的專業知識越高，購買意願卻沒有因此相對的提高。本研究認為

主要原因是，即便追隨者感知到影響者對此領域擁有高度的專業知識，提高了對廣告和品牌的態度，但

可能自身原本就有對特定品牌擁有忠誠度，因此並不會只因為高度專業知識的影響者進行推廣就想要去

購買這項產品。由此可知，專業知識高的影響者雖然能夠提升追隨者對品牌的廣告態度以及品牌態度，

卻無法促進其購買意願，同樣與 Lee and Kim （2020）研究結果一致。但在加入涉入程度作為干擾後，

結果表明當消費者對產品的涉入程度越高的時候，專業知識對購買意願會產生正相關。本研究認為原因

在於，當消費者本身對美妝保養產品夠了解時，由於自身對此的掌握度高，便會更認同專業知識高的影

響者所發布以及推廣的產品內容，認為內容是可信的。因此當這份認同提升時，即會提升其對產品的購

買意願。 



林紫均等／南臺學報社會科學類 第 7 卷第 2 期 2022 年 12 月 64—80            75 

第二，過去研究主要在探討，能夠正向影響購買意願的因素是影響者的真實性與相似性（Lee & Koo, 

2015），但並未針對廣告態度與品牌態度加以釐清。因此，本研究延伸了該篇研究的主軸，發現當範圍

訂定在 Instagram 影響者之中，當其真實性或相似性越高，除了也影響到購買意願之外，也對廣告態度、

品牌態度造成正向的影響。不過在第三層迴歸分析中顯示，加入涉入程度的干擾之後，相似性對購買意

願卻呈現無顯著相關。對於這項結果，本研究認為雖然涉入程度低的追隨者可能會因為其對產品認知不

足，有可能會受到相似性高的影響者所發佈的內容影響其購買意願，但是對產品涉入程度高的追隨者，

由於擁有對產品高度的了解，因此不會因為影響者與其的相似性而影響後續行為。而當涉入程度高的追

隨者比例較多的時候，便會稀釋掉涉入程度低所產生的顯著影響，因而造成結果的不顯著。 

第三，過去學者表明吸引力有助於提高追隨者的品牌態度（Lou & Yuan, 2019），不過本研究結果顯

示與過去結果相悖。結果表明了吸引力高的影響者只會顯著影響到廣告態度，但不會影響品牌態度與購

買意願。對於與過去學者之研究結果相抵觸，本研究認為主要原因可能在於，隨著近幾年社群媒體加速

的成長，目前多數的社群媒體影響者都具備著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尤其是曾推廣美妝相關的產品的影響

者更是如此。再加上現階段社群平台的推廣貼文已十分普及，表示這些影響者的露出頻率過高，因此消

費者便會認知到其吸引力僅是個人的特質，與品牌本身並無直接關聯。同樣的，對消費者來說，而吸引

力對購買意願並無正相關，這項結果也與過去一致（Lee & Kim, 2020）。同樣的，在加入涉入程度作為

干擾變數之下，吸引力仍然對廣告效果（廣告態度、品牌態度、購買意願）無顯著相關，可以看出無論

消費者對產品了解與否，影響者的吸引力都不會是影響其觀看業配貼文之後續反應的依據。 

綜觀上述，本研究延伸了過去研究，深入探討了 Instagram 上影響者的來源可信度對於廣告效果的影

響，並以美妝保養類為範圍。然而，在不同來源可信度構面中，能影響的廣告效果面向也有極大的差異，

甚至是部分與過去研究不一致的情況出現。因此，無論是對於品牌業者或影響者來說，都更該在這個時

代中不斷的測試消費者的需求與品味，甚至是思考推廣貼文內容中，影響者呈現給人的觀感等，才能依

照品牌方本身所需達成的目的，做出相對應的方案並加以推廣產品，當創造出長期良好的品牌態度才能

夠使消費者擁有品牌忠誠度，進而提高購買意願。 

二、學術與實務意涵 

本研究所產生的結果包含了以下幾點學術意涵值得進行探討。首先，與過往研究相比，過去在探討

社群媒體影響者之來源可信度的方面，主要以當下所有社交媒體所匯集的大數據作為討論範疇，而本研

究試圖延伸過去研究，選擇以 Instagram 上的影響者作為主要社群媒體平台，並以追隨者作為出發點，藉

由 Instagram 用戶數量與品牌推廣貼文攀升速度相當可觀的情形，欲探討在此平台上的影響者的何種因素

導致廣告效果的高低差異。第二，過去多數研究結果表明吸引力是影響廣告效果的重要因素（Lou & Yuan, 

2019），不過本研究發現在吸引力這個構面上，對於廣告效果來說結果顯示為不顯著，即便加入涉入程

度作為干擾的要素，結果仍然沒有造成明顯的改變。主要原因可能在於消費者在日常中接收過多影響者

所發佈之貼文，早已習慣影響者本身所散發的吸引力，導致吸引力的高低並不會造成消費者對於推廣產

品產生太大的反應，故未來學者可根據此結果進行多方探討。第三，過去研究大多運用大數據資料作為

樣本（Lee & Kim, 2020; Nafees et al., 2021），並沒有限定於特定產品類別。本研究則根據近幾年美妝保

養類品牌利用影響力行銷致力於社群推廣，將社群媒體的產品貼文領域設定為美妝保養類產品，結果也

表示，當影響力行銷運用在美妝保養類產品時，與過去研究結果大部分相符。 

除了學術意涵之外，本研究對於實務方面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以影響者為出發點，本研究結

果顯示出影響者的吸引力高低對品牌態度和購買意願不會有太大的影響，這是因為現今的社群媒體用戶

每天都會接收到無數的品牌推廣訊息，造就用戶們已習慣觀看吸引力高的影響者所發佈的內容，自然不

會影響其後的判斷。故影響者未來若有與品牌合作的需求，在經營各自的社交媒體時，應多著重在提升

自身的專業知識、真實性以及相似性，才能夠增強追隨者對於其的可信度，進而產生更高的品牌影響力。

第二，以美妝保養品牌業者為出發點，探討其該如何妥善運用影響力行銷的方針。本研究發現當推廣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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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顯示出影響者高度的專業知識、真實性以及相似性，將會大幅提升追隨者觀看推廣貼文後續的品牌

態度。而高度的真實性以及相似性則會提高其購買意願。從以上結果可以看出對於影響者的專業知識來

說，雖然高度的專業知識會影響品牌態度，但對購買意願沒有太大的影響。此外，當消費者對產品的了

解程度不同，也會造成不同的影響，例如，原先專業知識無法影響至購買意願，不過當消費者本身對產

品足夠了解時，專業知識便會影響至購買意願。因此，品牌方在挑選合作的影響者時，應注意自身的推

廣目的以及目標客群，依照所需要的結果進行選擇。例如，挑選與目標客群較相似的影響者，能有效提

升其品牌態度。第三，對於消費者來說，過去往往會受到推廣貼文所影響，進而購買其產品。不過根據

本研究可以得知，現今有許多影響者的貼文都是商業利益合作，因此消費者應著重在觀看貼文內容，或

是深入去了解產品功效，擁有自我判斷能力才不會輕易被品牌業者的行銷手法所影響其後的判斷決策。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社交媒體影響者的來源可信度對於廣告效果的影響，並以美妝保養產品作為主要範

疇，仍有些許限制及未來研究可加以探究的問題需要去探討。首先，本研究主要探討推廣美妝保養產品

的影響者，僅能夠提供美妝保養品牌建議。因此，當範圍改為其他產品範疇時，是否會產生一樣的結果，

這點也值得去注意。第二，本研究選定 Instagram 為探究的社交媒體平台，不過現在有許多影響者不只在

Instagram 單一社群平台發佈推廣貼文，這些多平台的內容是否會交互影響到追隨者對影響者的可信度高

低也是值得釐清的，建議可以納入未來研究的探究因素之一。第三，本研究主要以量表形式了解影響者

的來源可信度四個構面，但推廣貼文中的文字、排版、產品涉入程度會否干擾到可信度的影響力，這點

同樣也值得被釐清。第四，本研究透過實驗法，分別讓受試者觀看高或低來源可信度的影響者情境後，

再進行問卷填答，研究也證實相關結果。不過無法確認在兩組情境中是否會受到其他因素所影響，因此

建議未來可以實際運用品牌業者的後台數據進行分析，能夠更準確的給予品牌更全面性的建議。第五，

本實驗素材以女性用戶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其他廣告受眾未能在此研究釐清，建議未來研究可納入更

全面的廣告受眾類型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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